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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生龙, 凤生凤？领导创新性工作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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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 探讨组织情景中领导者创新性工作表现对下属创造力的影响, 将领导成员交

换关系和威权型领导作为情景因素, 来探索它们的交互效应对下属创造力的影响。本研究采用问卷法, 选取

领导-下属配对数据, 通过两个子研究来验证假设。研究结果显示：(1)领导创新性工作表现与下属创造力存

在积极的正相关关系, 创新的内在动机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 (2)威权型领导能够有效地调节这种关系; (3)领
导创新性工作表现、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和威权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存在三重的交互作用。最后, 文章讨论了

研究的局限与启示, 并指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创造力; 领导-成员交换理论; 威权型领导; 社会学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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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全球化竞争

的日益激烈, 创新逐渐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

条件和有利武器。因此, 越来越多的组织开始重视

并致力于提高组织和员工的创新能力, 而员工的个

体创造力是组织创新能力最基本的构成单元和必

要条件(Tierney, Farmer, & Graen, 1999)。 
目前, 学术界对于创造力主要有三种认识：(1)

过 程 论 , 侧 重 于 讨 论 创 造 力 产 生 的 过 程 (Stein, 
1967)。(2)特质论, 认为创造力是个体所具有的特征, 
是一种能力的表现(Nicholls, 1972)。(3)结果论, 倾

向于将创造力看成一种结果变量(Amabile, 1996)。
他们认为：创造力是指“员工在工作中产生并使用

新颖而有用想法的相关过程(Zhou, 2003, pp. 413)”。

其中, 最主要的两个要素是“新颖”和“有用”。尽管

各行各业所面临的具体的任务不同, 创造力的具体

表现的载体也存在差异 , 但是只要符合“新颖”和

“有用”这两个特点就可以看作是创造力的表现。第

三种观点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同, 本文也采用这

一视角。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 影响创造力

的因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个体因素, 如：人格、

认知风格、动机; (2)环境因素, 包括：与工作相关

的因素(如：任务的复杂性、任务时限、目标、反

馈等)、团队层面因素(如：团队创新氛围、授权、

与上司的关系、领导风格、同事的创造性表现等)、
组织层面因素(如：组织文化、组织气氛、人力资

源管理实践) (Tierney et al., 1999; Shalley, Zhou, & 
Oldham, 2004; Shalley & Gilson, 2004; Zhou, 2003; 
Zhou & Shalley, 2003) 。由以上所列出的影响因素, 
我们可以认识到：创造力不仅来源于先天, 后天的

环 境 对 于 创 造 力 的 发 挥 也 有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Oldham & Cummings, 1996; Shalley, Zhou, & 
Oldham, 2004)。因此, 越来越多的学者聚焦于探讨

环境因素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如：Liu, Chen, & 
Yao, 2011; Tierney et al., 1999; Zhou, 2003)。 

本研究也从外部环境角度 , 对创造力进行探

讨。具体研究问题的提出, 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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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薄弱环节。第一, 领导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在众多的外部因素中, 领导对于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是最为直接的因素之一(如：Mumford, Scott, Gaddis, 
& Strange, 2002; Tierney et al., 1999)。实证研究表

明：领导可以通过提供支持 (Madjar, Oldham, & 
Pratt, 2002), 施加领导行为(Tierney et al., 1999), 
指导技术技能(Mumford et al., 2002), 创造宽松的

工作氛围(George & Zhou, 2001), 激励员工的内部

动机(Shin & Zhou, 2003)等多种途径激发员工的创

造力。然而, 现有的研究大都集中于领导的职能对

员工的影响(比如：领导力、领导风格、领导的支

持、创新的氛围等), 却忽视了领导的工作表现本身

对于员工直接而潜在的影响。也就是说, 领导在工

作中的创造性行为表现对于员工创造力的影响。第

二, 创新榜样的作用。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们可以

通过观察学习习得相应的技能。因此, 工作伙伴尤

其是领导的示范作用对于员工的创新行为具有不

可 忽 视 的 影 响 (Bandura, 1986; Shalley & Perry- 
Smith, 2001 )。于是, 创造力的学者呼吁开展对于创

新 榜 样 (Model) 作 用 的 研 究 (Shalley et al., 2004; 
Zhou & Shalley, 2003), 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

(如：Zhou, 2003; Shalley & Perry-Smith; 2001)。然

而 , 遗憾的是 , 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同事或组织

中的其他人对创造力的影响 , 还没有研究通过实

地研究探讨领导作为创新榜样对于下属创造力的

影响。 
除了上述对文献的梳理外, 本文的研究问题还

源于对现实的思考。现实生活中充满创造力的领导

所带领企业往往充满活力 (如：苹果公司的史蒂

芬·乔布斯、微软的比尔·盖茨、新东方的俞敏洪、

搜狐的张朝阳等等), 其旗下的员工也极具创新精

神。比如, 新东方的老师都颇有俞敏洪之风格, 讲

课风格不拘一格 , 授课方式多种多样 , 极富创新

性。那么, 领导在工作中的创新性表现, 是否真能

够带来员工创造力的提升呢？这是我们在综合文

献和实践两方面思考, 所提出的第一个研究问题。

在澄清这个问题的基础之上, 我们还会从员工动机

的角度, 深入剖析这个过程的影响机制。此外, 从

领导的功能来看 , 领导们除了作为创新的模范外 , 
还扮演着其他多重角色(如：绩效的评价者、资源

的分配者、团队氛围的营造者等), 其在与下属的互

动过程中, 对下属的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都可能产

生促进或减弱的作用。因此, 我们相信在上司与下

属之间会存在一些能够影响领导的创新性工作表

现和下属创造力关系的调节变量。这将是本研究的

第三个研究重点。这些问题的揭示将有助于我们对

于这一现象的深入理解, 从而指导管理者去利用这

样的学习效应, 提高员工的创新能力。 

2  理论与假设的提出 

2.1  社会学习理论、观察学习与创造力 
本 文 将 社 会 认 知 理 论 与 创 造 力 的 构 成 模 型

(The Componential Model of Creativity)相结合, 探

讨领导创新行为对下属创造力的影响。创造力的构

成模型(The Componential Model of Creativity)认

为：对于创造力而言, 有三个非常关键的成分：领

域相关的技能(Domain-Relevant Skills)、创造力相

关的过程 (Creativity-Relevant Processes)和任务动

机(Task Motivation) (Amabile, 1996)。其中, 创造力

相关的过程是指有意或无意识正确运用恰当的创

新的策略和技能。对创新技能和策略的培训以及对

创新过程的经历都可能会对创造力相关过程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Zhou & Shalley, 2003)。另一方面,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们在观察一系列的目标行为

之后 , 可以学会新的技能 , 并表现出相似的行为

(Bandura, 1986)。这种通过观察而习得新技能或新

的 行 为 模 式 的 过 程 称 为 观 察 学 习 (Observational 
Learning) (Bandura, 1986)。观察学习并不是简单的

行为重复的过程, 而是包含着一系列复杂思维的过

程。观察者通过替代性的学习, 不仅仅是观察一个

行为或者例子, 而是发现并掌握表面行为背后的潜

在法则, 并将其应用于其他情景中(Bandura, 1977, 
1986)。通过对榜样创新性行为过程的观察学习, 观

察者可以提高其产生新想法、组织和筛选新知识、

提出新问题、实施新方法的创新技能和策略。因此,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和创造力的构成模型 , 我们认

为：创造力可以通过观察学习而提升。而这一观点

也得到了先前理论研究者的支持(Zhou & Shalley, 
2003; Shalley et al., 2004)。 

在实证研究方面, 也有很多学者使用质化或者

量 化 的 方 法 , 对 于 这 一 命 题 做 过 初 步 的 探 讨 。

Zuckerman (1977)试图探讨诺贝尔奖学金获得者职

业生涯早期的优势与科学研究中的创造力的相互

影响。他研究了 92 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传记并

实际访谈了他们其中的 41 位后, 认为观察学习对

于 某 些 类 型 的 创 造 力 有 显 著 的 影 响 。 Bloom 和

Sosniak (1981)研究了各个领域天才式的人物 , 并

得出结论：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孩童时期都至少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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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模仿的偶像。另外, 实验室实验提供了更直接的

证据(Cellar & Wade, 1988; Harris & Evans 1974; 
Shalley & Perry-Smith, 2001)。比如, Zimmerman 和

Dialessi (1973)使用小学生被试进行实验研究, 结

果发现实验组中的被试(观察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模

范(model)), 相比于控制组(观察缺乏创造力的模范

(model)), 有更高的创造力。随后, 这一实验被后来

的学者进行了复制和改进, 如：Belcher (1975)使用

录像来呈现模范行为, Harris 和 Evans (1974)使用阅

读材料来呈现模范行为 , 结果都支持了之前的结

论。总之, 早期的研究证明：通常情况下, 观察学

习对于观察者的创造力提升有积极的效应(Shalley 
& Perry-Smith, 2001)。 

那么, 社会学习理论对于解释组织情景下的员

工创造力的变化是否依然有效呢？理论上来说, 答

案是肯定的。因为虽然组织情景具有其特殊性, 但

它仍然是纷繁复杂的社会情境中的一种。当通用性

的社会学习理论被应用于组织这一特定情景时, 仍

然会具有一定的解释效力。观察学习成功的基本条

件在于是否有机会目睹目标行为的过程, 即替代性

学习(Bandura, 1986)。而在组织中, 不管是同事之

间还是领导与下属都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在一起工

作, 甚至合作完成任务, 他们必然有机会目睹模仿

对象的创新行为。Zhou 和 Shalley (2003)通过对多

年来的组织情景下创造力研究进行梳理, 认为观察

学习或者“模仿(Modeling)”是员工提升创造力的一

个重要方面。Shalley 等(2004)也指出创造性模范的

作用是未来组织中创造力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Shalley 和 Perry-Smith (2001)则通过实证研究证明

了人力资源经理创新性的决策表现, 对于观察者的

创造力提升具有积极的作用。周京(Zhou, 2003)通
过两个不同样本探讨了合作者的创造力表现对于

观察者的影响 , 并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论。因此 , 
我们认为他人的创新性行为表现是引起员工创造

力变化的因素之一, 社会学习理论仍然适用于解释

组织情景下员工创造力的变化。 
但是, 组织情景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这些特

殊性可能会对于观察学习的主效应有一定的干扰

作用。比如：Zhou (2003)在探讨同事(Coworker)的
创造力表现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时就发现：主效应

虽然并不显著, 但是一些情景变量(如：领导的建设

性反馈)能够调节观察学习的效果。因此, 接下来我

们将加入对于情景变量的探讨。为了使讨论更具有

针对性, 我们再次回顾社会学习理论。只要稍加留

心就会发现：见证模范(model)的创造力行为, 并不

一定意味着观察者行为的改变。除了模仿学习外, 
在社会学习理论中, 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需要

我们加以关注。一方面, 只有完整地经历了社会学

习的 4 个步骤后, 所观察到的目标行为才能够表现

在观察者的行为上(Bandura, 1977)。第一, 观察者

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所要学习的目标行为上。第二, 
观察者需要排除外部各种因素的干扰将所观察到

的目标行为的细节信息储存于大脑之中。第三, 观

察者需要在其他场合, 重现或者使用所观察到的行

为。第四, 观察者要被激励去使用所习得的技能和

行为。以上的 4 个步骤必须依次经历, 否则观察学

习过程将会中断, 观察者也就无法习得目标行为。

另一方面, “强化(reinforcement)”对于观察学习的成

功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强化是指可以用于激发

或减弱某一特定行为的刺激, 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都可以作为强化物。通过上面的阐述, 我们再一次

认识到创造性行为的展现并不一定意味着观察学

习的顺利完成。它还取决于观察者的动机、习得的

行为是否得到强化、榜样对于观察者的吸引力、外

界环境是否有助于习得技能的使用等等。这在一定

程度上解释了 Zhou (2003)主效应不显著的原因。下

面我们将结合上面的理论论述, 从领导与下属互动

的角度, 进一步探讨组织情景中领导的创新表现对

于员工创造力提升的影响及情景变量。 
2.2  领导者的创新表现和下属的创造力 

本文要着力探讨的第一问题是：领导者在工作

中的创新性行为是否对于下属的创造力有积极的

影响？已有研究表明：“领导是在工作中影响员工

创 造 力 的 众 多 因 素 中 的 最 重 要 的 环 节 之 一 ” 
(Tierney et al., 1999, pp. 592)。与一般的员工相比, 
领导在组织中具有更高的地位(van Dyne, Jehn, & 
Cummings, 2002), 拥有更多的权利, 并掌握着更多

的资源。领导直接决定着员工的切身利益, 他负责

评价员工的绩效、分配工作任务、调配组织内部资

源并推荐或决定员工的晋升(Barczak & Wilemon, 
1989; Beatty & Lee, 1992; Farris, 1988)。因此, 领导

对于员工有着非同一般的吸引力, 正因为如此, 员

工(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的高权利距离国家)对于领

导总是充满敬畏, 对于领导在工作中的特点表现出

更多的认同和欣赏。因此, 面对领导的创造力表现, 
下属们具有强烈的动机去学习和模仿领导的思维

模式和行为特点, 他们在有意或无意中会花费更多

地认知资源观察领导的工作行为, 记忆领导创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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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并在实践中运用这些创新技能, 从而达成创新绩

效。结合上面阐述的社会学习理论和创造力的构成

模型,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领导在组织中的特

殊位置和所掌握的权力保证并促进了观察学习四

个过程的完成。 
然而, 在上述推论中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领

导所从事的工作内容和特点与下属存在着很大的

不同, 员工怎么去模仿领导的工作行为呢？如上文

所述, 观察学习是一系列复杂、内化的思维过程。

员工的观察学习并不是重复领导者的具体行为, 而

是在日常工作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掌握了领导者创

新的方式、方法。实证研究的结果也为这一论断提

供了证据。比如：Andrews 和 Farris (1967)以及

Barnowe (1975)的研究结果都表明：领导者技能是

预测团队成员创新绩效最好的预测源之一。同样, 
领导者创新性解决问题的技能也被证明与下属的

创新绩效有正相关关系(Mumford et al., 2002)。

Makri 和 Scandura (2010)通过对 77 家高科技公司

的调查发现：创新型领导可以显著的提升公司的

创新数量。在最近的一篇对于组织中创造力的综

述中 , 观察学习被认为是影响员工创造力的因素

之一(Shalley et al., 2004)。除此之外, Shalley 和

Perry-Smith (2001)的研究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

通过以上的证据和论述 , 我们得到本文的第一个

假设： 
假设 1：领导者在工作中的创造力表现与下属

的创造力有正相关关系。 
2.3  内在创造动机的中介作用 

领导者的创造力表现对于下属创造力提升的

影响机制是什么？这将是本文探讨的第二个问题。

如上文所论述的, 领导的工作内容与下属有着本质

的不同, 下属并不是简单的复制领导的行为。观察

学习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过程, 而是通过观察榜样的

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 学习其创新的技能与策略。

在 此 过 程 中 有 一 个 非 常 重 要 的 变 量 —内 在 动 机

(intrinsic motivation)。创造力的构成理论将动机视

为创造力不可或缺的成分之一(Amabile, 1996)。内

在动机是指出于工作本身(而非来自工作外部)的原

因而受到的激励。学者们已经对于“内在动机对创

造力的影响”这一问题 , 进行了广泛地探讨 , 并且

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可(Amabile, 1996; Shalley 
et al., 2004;Tierney et al., 1999)。 

由于领导在组织和员工心中的特殊地位, 一般

来说, 员工会对上司具有一种尊敬、认同和喜爱(这

种效应在中国尤为显著) (Cheng, Chou, Wu, Huang, 
& Farh, 2004), 甚至会将其视为“偶像”。而这种尊

崇会转化为对领导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特点的向往

和偏爱。因此, 当领导经常表现出创新性的特点时, 
下属会“爱屋及乌”地发自内心地对创新产生浓厚

的兴趣和偏爱(Albert & Horowitz, 2009), 从而激发

了员工创新的内在动机。这种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

的, 并不一定是员工有意为之, 就像“父母对孩子、

偶像对粉丝的影响”。同时, 观察学习过程中的四个

必 要 步 骤 , 每 一 步 都 离 不 开 内 在 动 机 的 影 响

(Bandura, 1977)。没有强烈的内在动机, 观察者的

注意力就会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而不能完

成注意模范行为和储存观察信息的过程, 更不会去

重现和使用所学习到的技能和行为。另外, 社会学

习理论中, 对行为的强化过程也通常是通过内在动

机完成的。Amabile (1996)从理论上阐述了内在动

机对创造力的重要作用。学者们尤其倾向于将其看

成 外 界 环 境 因 素 对 员 工 创 造 力 作 用 的 中 介 变 量

(Shalley et al., 2004)。一系列实证研究对这一推论

进行了验证。比如, Shin 和 Zhou (2003) 发现变革

型领导风格通过激励内在动机而提升员工的创造

力。Shalley 和 Perry-Smith (2001)探讨了内在动机

在 预 期 评 价 与 员 工 创 造 力 间 的 中 介 作 用 。 Zhou 
(2003)则认为员工在观察学习合作者的创造性表现

的过程中, 内在动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遗憾的

是, 她并没有在实证研究中对这一推论进行检验。

同样 , 员工对领导创造力的学习过程中 , 内在动

机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 相对于同事, 
领导对下属具有更强的影响力。领导者的行为表

现以及偏好 , 会极大地影响下属的行为倾向和内

在喜好。  
综上所述, 我们提出下面的假设： 
假设 2：创新内在动机在领导的创新性行为表现

对于员工创造力影响的过程中起正向的中介作用。 
如前文所述, 领导通过多种的渠道对员工施加

影响(Mumford et al., 2002), 员工在对领导创新行

为的观察学习过程中必然受着众多情景因素的影

响。因此, 在复杂的组织环境中, 探讨情景变量的

作用是非常必要而关键的。但是, 由于单一研究的

时间, 资源以及文章的篇幅所限, 本文将重点集中

于某些重要的情景变量的讨论上。在选择情景变量

方面, 本研究遵循以下标准：①本研究聚焦于上司

与下属的互动过程, 因此只涉及两者交互影响过程

中的变量。②所选取的变量需要对于“上司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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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影响下属创造力的过程”有独特影响。 
2.4  威权型领导的调节作用 

倘若讨论领导对下属的影响, 就不能不提到领

导风格。学界已经对于领导风格做过了大量的研

究。领导风格直接反映上司对待下属的方式, 决定

领 导 对 下 属 行 为 的 有 效 性 (Aryee, Chen, Sun, & 
Debrah, 2007; House & Aditya, 1997)。因此, 不难推

断, 领导风格是影响员工对领导观察学习效果的重

要因素之一。 
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 阶层

的观念比较深厚, 对权力的尊崇比较明显, 属于高

权力距离社会。下属对于上司具有相当的尊重和顺

从, 而领导对下属也表现出更多的威严。因此, 大量

的学者都认为威权型领导(authoritarian leadership)是
中国最普遍存在的一种领导方式。比如：徐淑英等

(Tsui, Wang, Xin, Zhang, & Fu, 2004)在对中国的

CEO 进行调查后, 发现威权领导是在中国最常见

的领导方式之一。樊景立和郑伯埙(Farh & Cheng, 
2000)将威权型领导纳入家长式领导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的三个维度之一。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也

经常发现一些非常有创造力的领导, 工作中却是非

常“霸道”。那么, 领导的创造力表现与威权型领导

结合之后, 会对员工的创造力产生什么影响呢？先

前的研究结果倾向于认为威权型领导对于员工的

创造力的提升有阻碍的作用(如：Zhang, Tsui, & 
Wang, 2011)。然而, 我们却认为威权领导可能会在

领导创新行为表现对下属的创造力影响中起正向

的调节作用。第一, 威权领导方式可以加强领导对

下属的影响力。比如, 有研究证明当威权领导与仁

慈领导(benevolent leadership)同时作用时(Cheng et 
al., 2004), 仁慈领导的效力最大。也就是说, 威权

领导可以加强仁慈领导对下属的作用效果。另外, 
研 究 还 发 现 威权 领 导 可 以 强 化 领 导 的 胜 任 力

(competence)对员工的影响效果 (Chou, Cheng, & 
Jen, 2005)。以此类推, 这样的结论同样可以应用于

领导创造性表现对员工的观察学习的影响上。也就

是说, 威权领导可以通过强化其对下属外在的权力

影响力, 从激发员工观察学习的动机, 进而提高其

创造力。第二, 员工会更加认同威权型领导的工作

特 点 , 尤 其 是 优 点 ( 这 里 指 创 造 力 ) 。 郑 伯 埙 等

(Cheng, Chou, & Farh, 2000)将威权领导类比为“立

威”, 也就是说赢得下属的感激、尊重和认同。一系

列实证研究表明威权型领导确实能够得到下属更

多地支持、认可和感激(如：Cheng et al., 2004; Farh, 

Cheng, Chou, & Chu, 2006)。同时, 人们对一个人的

评价和认同, 决定了对其行为表现的反应(Albert & 
Horowitz, 2009)。因此, 威权型领导通过唤起员工

对其的赞赏和认同, 提高下属对于致力于创新性行

为的偏好 , 从而提升其对创新的内在动机。第三 , 
威权型领导通过其在组织中的威权, 塑造其强硬有

力的形象, 从而聚焦更多下属的注意力。就观察学

习的过程而言, 榜样的吸引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Bandura, 1977)。它有助于前文所提到的观察学习

整个过程的完成并且强化学习到的行为表现。另一

方面, 威权领导在组织中强有力的形象(尤其是在

中国这样高权力距离的国家中)有助于强化员工对

领导的向往, 提高对领导所表现出来的创新特点的

接受和认可, 进而激发创新的积极性。总之, 虽然

威权型领导确实对员工的创造力提升有抑制作用。

但是, 当将其置于下属对领导的观察学习这个具体

情境之下时, 它可以通过吸引并引导员工学习领导

所具有的优点, 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认为威权型

的领导方式可以通过增强领导创新性特点对员工

的吸引, 从而有助于员工从领导的创新性工作表现

中获益。因此, 我们做出一下假设： 
假设 3：威权型领导风格在领导的创新性工作表

现对于下属创造力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的调节作用。 
2.5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调节作用 

除了领导力外, 另一个在上级下属互动过程中

不 得 不 提 的 影 响 因 素 是 领 导 — 成 员 交 换 关 系

(Leader- member Exchange Relationship)。LMX 是

上级与下属相互影响的重要通道 (Tierney et al., 
1999)。因此, 我们相信 LMX 在领导创新行为对下

属的影响中也起着调节作用。那么威权领导对于下

属对领导创新行为观察学习过程的调节作用会不

会因为下属与领导关系的远近而有所不同呢？也

就是说, 是否存在 LMX、威权领导与领导创新行为

表现的三重交互作用呢？ 
学术界对于 LMX 对于员工创造力的积极影响

基本已经达成了共识(Pellegrini & Scandura, 2006; 
Scott & Bruce, 1994; Tierney et al., 1999)。首先, 与领

导关系好的员工会得到更多有关创新的资源和信息, 
可以得到更多的上司的指导, 以及精神的鼓励(Graen 
& Cashman, 1975)。其次, 他们会感知到更多的允许

他们求新求变的自由空间和支持氛围(Scott & Bruce, 
1994)。因此, 他们敢于并且乐于冒风险去尝试解决问

题的新方法(Liden & Graen, 1980)。 
其次, 就观察学习而言, 具有较高 LMX 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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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更有可能从领导身上学习到创新的技能和策略。

一方面, 领导的“圈内人”, 会对于领导的工作行为

有更多的认同, 从而会自愿自觉地观察并学习领导

的创新行为。另一方面, 与领导关系亲近的员工也

有更多的机会接近领导, 从而有更多观察和学习的

条件。同样, 领导也愿意在他们面前展示更多的创

新技巧和步骤。相反, 那些与领导关系疏远的员工

通常只能看到领导所呈现出来的创新结果, 而具体

的过程和方法则很少看到。 
最后, 高质量的 LMX 可以强化威权领导对于

观察学习的积极效果。一方面, 威权领导的影响对

于 LMX 高的员工更有效。与威权型领导保持良好

关系的个体, 更容易受到激发而将威权领导的创新

方法和行为模式作为自己工作方式的指导, 从而提

升其在工作中的创造力。另一方面, 与领导保持高

质量 LMX 的员工更容易接受领导的威权, 进而将

其视为一种父亲般的形象(“a father figure”), 进而

感受到更多的自由去表达不同的观点, 采用新的方

法 来 完 成 工 作 , 降 低 威 权 领 导 的 消 极 影 响

(Pellegrini & Scandura, 2006)。Graen 和 Uhl-Bien 
(1995)指出领导会照顾那些高 LMX 员工的特殊要

求。比如：给予更灵活的工作时间, 更多的合理化

建议, 提供更多的支持与机会等。这些特殊的待遇

都会使他们更加舒适、自信、自主的面对日常工作, 
有助于他们创新积极性的提升, 也有助于他们将学

习到的创新技能与策略应用于工作当中(Liu et al., 
2011; Shalley et al., 2004)。其实通过以上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威权型领导主要通过员工对领导的

认同而强化榜样的作用, 而 LMX 则是通过人际关

系来提供宽松的氛围。这两者正好有着互补与强化

的关系。LMX 可以减弱威权领导控制方面的消极

影响, 而威权领导则强化了员工的学习动机。因此, 

我们推测这三者对于员工的创造力存在着交互作

用。综上所述, 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a：威权型领导、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与领

导的创新性工作表现对于员工的创造力存在着三

重的交互作用的影响。与高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和低

威权型领导情景相比, 在高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和高

威权型领导的情境下, 领导的创新性工作表现与员

工的创造力的正向关系更强烈(4a)。 
先前研究表明, 高 LMX 组与低 LMX 组的员工

对 于 领 导 力 的 影 响 , 会 做 出 不 同 的 反 应 ( 如 ：

Scandura & Graen, 1984)。也就是说 LMX 的高低可

能会影响领导力的作用方向。那么, 是否有可能对

于低 LMX 组, 上述的假设 4a 并不成立呢？ 
Scandura 和 Graen (1984)在研究中发现, 体验

到低质量的 LMX 的员工更容易受到领导力的影

响。基于此, 我们认为低 LMX 组的员工对于威权

型领导的影响可能会更加敏感。因为如前所述, 高

LMX 的员工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与认可, 从而弱

化威权型领导的消极影响, 而低 LMX 的员工则得

不到这样的优待, 更容易感受到威权领导方式对于

创造力的破坏。低 LMX 的员工一般都是领导的“圈

外人”, 他们与领导没有有效的互动关系(Graen & 
Uhl-Bien, 1995)。在员工并不信任与认可领导情况

下, 如果将威权型管理方式强加给他们, 反而会激

起他们的逆反心理, 进而忽略领导身上所具有的优

点(也就是说创造力), 从而影响其创新的动机与行

为。也就是说, 威权型领导对于高 LMX 员工观察

学习的促进作用对低 LMX 的员工会转而产生反向

的效应。相比之下, 如果采用较低的威权型领导方

式, 将有助于地 LMX 员工感受到自由的氛围, 员

工反而会不自觉地认识到领导身上的优点, 有助于

进一步的观察学习。因此, 我们做出以下假设： 
 

 
 

图 1  研究假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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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4b：威权型领导、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与领

导的创新性工作表现对于员工的创造力存在着三

重的交互作用的影响。与低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和高

威权型领导情景相比, 在低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和低

威权型领导的情境下, 领导的创新性工作表现与员

工的创造力的正向关系更强烈(4b)。 

3  研究一：领导的创新性工作表现
与下属的创造力 

3.1  样本及问卷收集过程 
分别从 3 个公共组织的样本中收集数据。为降

低潜在的共同方法偏差 (common method biases), 
我们从领导和下属两个来源收集数据。下属填写领

导创造性工作表现、内在动机和威权型领导问卷; 
领导对其下属的创造力进行评价。一共向 120 对“领

导—下属”发放了问卷, 其中 96 对交回有效问卷, 
问卷回收率 80%, 其中领导 30 人, 下属 96 人, 比

例为 1:3.2。在样本中, 30.2%的被试具有学士学位; 
28.1%的被试具有硕士学位; 4.2%的被试具有博士

学位; 14.6%的被试具有本科以下文凭(22.9%的缺

失值)。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26.8 岁。平均的工作时

间为 3.8 年。这里要说明的是：样本中存在一个上

司对应两个或以上下属的情况。尽管上司与不同下

属之间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关系, 但是我们这里主

要以一对的“领导—下属”为研究单位, 探讨两者之

间的互动关系。因此, 我们没有让领导去比较不同

下属的表现, 而是尽可能地引导他们独立地对不同

下属进行评价。 
3.2  测量方法 

由于研究中的大部分问卷均选自国外成熟量

表, 因此在使用之前, 对问卷中的所有条目都进行

了回译的过程(back translation) (Brislin, 1979, p. 
431)。具体地说, 由一名具有双语能力的研究者将

所有的问卷条目翻译成中文, 再由另一名研究人员

将翻译成的中文问卷回译成英文。在翻译过程中不

一致的地方, 由两名翻译者和本研究的作者一起谈

论决定。另外, 为了保证本卷的文化适用性和可读

性, 我们进行了以下 3 个步骤的测试。第一, 我们

邀请 1 名进行跨文化研究的管理学教授对于问卷

的中文版本和英文版本进行了检验。第二, 我们邀

请 7 名具有丰富问卷调查经验的管理咨询师检查

了问卷的表述与欲测量的目标内容是否一致。最

后, 14 名被试(领导 5 名, 下属 9 名)对问卷进行了

预试, 并提出他们在填写问卷时的感受和建议。总

之 , 在整个过程中 , 我们对一些问卷条目进行了

调整 , 最后的结果表明所有的问卷条目都能够被

被试理解。 
工作创造力：按照之前的研究(如 Liu et al., 

2011; Zhou, 2003, Shin & Zhou, 2007), 我们邀请领

导对员工的工作创造力进行评价, 这是工作创造力

的研究中典型的做法(Liu et al., 2011; Tierney et al., 
1999; Zhou & George, 2001)。由于领导经常与下属

接触, 对他们比较了解, 因此由他们来评价相对客

观而恰当的 (Zhou, 2003)。该量表选自 Zhou 和

George (2001)所编制的创造力问卷, 该问卷被广泛

地引用。典型的条目, 如：“这名下属能够提出新的

方法来实现目标”。在本研究中, 量表的 Cronbach α
为 0.91。 

领导的创新性工作表现：我们将根据 Zhou 
(2003)开发的量表要求员工预测领导的创新性工作

表现, 该量表包括 6 个项目。分数越高, 创造力越

强。典型的条目, 如：“我经常看到我的上司运用新

的方法或途经来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在本研究中, 
量表的 Cronbach α 为 0.86。 

创新动机：选用 Tierney 等(1999)的创新动机问

卷, 包括 5 个条目。典型条目, 如：“我喜欢改进现

有的产品或流程。”在本研究中, 量表的 Cronbach α
为 0.86。 

控制变量：考虑到人口结构差异对员工创造力的

影响(如, Shalley et al., 2004; Vallerand et al., 2003), 
控制变量也将包含下属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 
3.3  数据分析 

我们采用多重层次回归检验假设, 首先放入控

制变量, 其次是主要影响变量, 最后为中介变量。教

育程度变量重新编码为 4 个虚拟变量。 
3.4  结果 

表 1 显示的为均值和标准差, 以及所有变量间

的相互关系。领导的创新性表现与员工的创造力成

正相关(r = 0.261, p<0.01)。假设 1 得到验证。 
在表 2 中回归分析结果同样支持了假设 1, 领

导的创新性工作表现对员工创造力的标准回归系

数数值显著(β=0.26, p=0.012)。在模型 3 对中介作

用 的 检 验 中 , 内 在 动 机 的 回 归 系 数 (β=0.46, 
p<0.001), 表明内在动机在领导创新性工作表现影

响员工创造力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假设 2 得到

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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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描述性统计, 信度和各变量的相关关系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1 性别 0.38 0.49 −      

2.年龄 26.83 3.49 −0.25* −     

3.教育程度 3.26 0.89 −0.13 0.28* −    

4 领导创新性表现 5.31 1.10 0.05 0.09 −0.04 −   

5.内在动机 5.48 1.04 0.01 0.35 0.26* 0.37** −  

6.员工创造力 4.90 1.20 0.25* 0.01 −0.01 0.26* 0.48** − 

注： *p<0.05, **p<0.01, 双尾检验 
 

表 2  中介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变  量 

β t β T β t 

控制变量：  

年龄 0.05 0.46 0.04 0.37 0.07 0.68 

性别 0.33** 2.91 0.32** 2.91 0.29** 2.90 

教育程度一 −0.16 −0.68 −0.16 −0.70 −0.29 −1.39 

教育程度二 −0.23 −0.69 −0.16 −0.48 −0.45 −1.47 

教育程度三 −0.14 −0.36 −0.13 −0.34 −0.47 −1.38 

教育程度四 −0.21 −0.97 −0.17 −0.80 −0.33 −1.72 

R2△   0.09     

直接效应：  

领导创新性表现   0.26* 2.54   

R2△     0.06*   

中介效应：  

领导创新性表现     0.08 0.79 

内在动机     0.46*** 4.73 

R2△       0.17*** 

总体 R2  0.09  0.16  0.33 

总体 F  1.55  2.33*  5.34*** 

注：*p<0.05, **p<0.01,*** p<0.001 (双尾检验) 

 
3.5  讨论 

研究一表明, 领导的创新性工作表现越多, 其

员工创造力越大, 此观点验证了假设一。在此的影

响过程中, 内在动机起到了中介的作用, 验证了假

设 2。员工在对领导创新行为的观察过程中, 不仅

仅是在学习其创新的方法或技能, 而更重要的是内

在动机也随之而激发, 使下属们愿意追求并成为像

领导一样具有创新性特点的员工。这一结果, 与之

前一些学者的理论论述和预测是相一致的(Amabile, 
1996; Shalley et al., 2004)。 

然而, 现实的组织管理环境是复杂的, 在领导

的创新性工作表现影响员工创造力提升的过程中, 
必然存在着很多能够影响这两者关系的情景变量。

也就是说, 在不同情景下, 员工对领导创新工作表

现的学习效果是不同的。因此, 如果能够找到一些

典型的情景变量, 并加以正确地引导的话, 将有助

于员工在工作中创造力的提升。为此, 我们设计了

研究二, 专门探讨情景变量对于员工观察学习的影

响, 并进一步验证我们的基本假设。 

4  研究二：威权型领导和 LMX 的调
节效应 

4.1  样本及问卷收集过程 
在研究二中, 我们收集了 21 个规模不一的中

国企业的数据, 涉及的行业包括建筑设计、电子工

业、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软件、咨询、研究机

构。我们邀请了 202 对“领导—下属”参加了本次调

查, 其中 194 对(96%)提供了有效的调查数据。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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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中, 领导 50 人, 下属 194 人, 比例约为 1:3.8。

在所有调查者中, 43.86%的有学士学位, 28.17%有

硕士学位, 9%有博士学位以及 18%有本科以下文凭; 
49%为女性, 51%为男性。被试平均年龄为 27 岁。

平均的工作年限为 4.6 年。 
如研究一, 我们也从领导和下属两个来源收集

数据。下属填写 LMX 量表、创新效能感量表、领

导创新性工作表现、以及威权领导量表。领导对

下属的创造力进行评价。由于员工直接受到其领

导的管理 , 因此领导是评价下属创造力的最佳人

选。下属与领导之间接触与互动频繁, 因此下属适

合对其上司的领导行为和领导—成员交换关系进

行评价。 
4.2  测量 

所有的项目采用 Likert 类型的量表, 7 点计分, 
从 1(非常不同意)到 7(非常同意)。我们用研究一中

的量表来测量工作创造力和领导的创新性工作表

现, 其 Cronbach α 分别为 0.95 和 0.91。 
威权型领导：我们根据郑伯埙等人(Cheng et al., 

2000)开发的家长式领导中的威权型领导分量表。

该量表包括 9 个条目, 例如：“我的上司要求我完全

服从他的领导。。”在本研究中, 量表的 Cronbach α
为 0.74。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我们采用 Liden, Wayne
和 Stilwell (1993)编制的 LMX 量表, 包括 7 个项目。

本量表被认为是最被广泛引用的 LMX 量表 (如

Gerstner & Day, 1997; Graen & Uhl-Bien, 1995)。典

型的条目为, 如：“我的上司了解我在工作上的问题

和需要。”与先前研究一样, 我们将最后一个项目

“你怎么形容你与领导的关系”改成了 Likert 类型的

问题(我与领导的关系很好)。在本研究中, 量表的

Cronbach α 为 0.89。 
控制变量：考虑到人口结构差异对员工创造力

的影响(如 , Shalley et al., 2004; Vallerand et al., 
2003), 控制变量也将包含下属的年龄、性别、教育

程度。基于之前对创造力的研究, 我们也将领导监

督和创造力自我效能纳入在内。 
领导监督(Supervisor close monitoring)：由于领

导 监督 对员工 的创 造力会 产生 影响显 著  (Zhou, 
2003; George & Zhou, 2001), 因此其也可能影响我

们的假设。所以, 我们研究领导监督来了解威权型

领导对员工学习过程的影响。对领导监督的测量采

用的是 George 和 Zhou (2001)开发的量表, 包括 6
个项目。我们要求下属指出其领导的监督程度。典

型的条目, 如：“我有时候感觉到我的上司总是在监

督着我。”在本研究中, 量表的 Cronbach α 为 0.87。 
创新的自我效能感(Creative Self-efficacy)：大

多数的研究结果表明创造力自我效能和员工的创

造力相关(Tierney & Farmer, 2002)。自我效能同时

对社会学习有很大的影响。然而, 在当前的研究中, 
对此我们不会过多的讨论。因此, 其也被包含在控

制变量。对员工创造力自我效能的测量采用的是

Tierney 和 Farmer (2002)开发的量表, 包括 3 个项

目。典型的条目如：“我觉得我善于创造创新性的

想法。”在本研究中, 量表的 Cronbach α 为 0.87。 
4.3  数据分析 

如研究一 , 我们采用多重层级回归检验假设 , 
首先将控制变量放入方程 , 其次是主要影响变量 , 
最后为多重交互作用项。在形成交互作用项之前, 
我们将预测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了中心化。 
4.4  结果 

首先, 我们通过一系列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

领导的创新性工作表现、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威

权型领导和工作创造力等测量工具的区分效度。为

了确保指标的稳定性, 满足参数估值对样本量的要

求 , 本研究对一些潜变量进行了打包处理 (West, 
Finch, & Curran, 1995)。含有 LISREL 8.70 的验证

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与其他竞争模型相比, 包含

4 个因素的模型(即创新性工作表现、领导—成员交

换关系、威权型领导和工作创造力)与数据结果的

拟合度更高(χ2/df = 1.54, GFI = 0.93, NFI = 0.97, IFI 
= 0.99, NNFI = 0.98, CFA = 0.99, RMSEA = 0.05)。
参见表 3。 

表 4 是均值和标准差以及所有测量工具间的相

关关系。领导的创新性表现与员工的创造力成正相

关关系(r = 0.30, p<0.0001)。假设 1 得到验证。 
我们采用多重回归分析来检验假设 3 和假设 4。

其过程和研究一相同。不同之处在于, 我们将创新的

自我效能感和领导监督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方程。 
从表 5 可以看出, 领导创新性工作表现的标准

回归系数对员工创造力有显著的影响(第 2 步) (β = 
0.28, p = 0.002)。在对员工的创造力, 领导创新性工

作表现和威权型领导之间有明显的交互效应(第 3
步)。进一步的简单效应检验(simple slope test)表明：

高威权型领导组和低威权型领导组对主效应的调

节作用均显著, 高威权型领导相对于低威权型领导

对主效应有更强的影响作用(β = 0.06, p<0.01; β = 
0.43,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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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Aiken 和 West (1991)的建议, 我们绘制交

互作用图来检验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从图 2 可以

看到, 与受到威权型领导较低的员工相比, 受到较

高威权型领导的员工的回归斜率较陡。因此, 可以

得出威权型领导在领导的创新性工作表现对员工

的工作创造力的影响方面起着调节作用, 假设 2 得

到验证。 
对假设 4 进行检验。第 1 步, 我们将控制变量

加入方程式中; 第 2 步, 加入主要的影响因素(如领

导的创新性工作表现、威权型领导和 LMX); 第 3
步, 加入所有的双向交互效应项; 第 4 步, 放入三

重交互效应项。从表 5 中, 我们可以发现三向交互

效应明显(β = -0.25, p = 0.038)。根据 Aiken 和 West 
(1991) 的 建 议 , 我 们 进 一 步 进 行 简 单 斜 率 检 验

(simple slope test), 结果表明：低威权型领导的两组

中, 领导的创新性工作表现对于员工的创造力的提

升有较强的影响(β = -0.28, p<0.01; β = 0.49, p< 
0.01)。高威权型领导的两组中, 主效应的影响较弱

(β = 0.19, p<0.01; β = 0.04, ns)。其中高威权型高

LMX 组中, 主效应不显著。为了更清晰地看到三者

的交互作用, 我们对威权型领导和 LMX 上下各取

1 个标准差, 形成高分组和低分组, 进而分别画出

交互作用图。 
从图 3 和图 4 中,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见, 对于

具有高质量的 LMX 的员工, 领导的创新性工作表

现和较高的威权型领导的复合条件对其创造力有

更大的影响, 因此假设 3 得到验证; 对于具有低质

量的 LMX 的员工, 领导的创新性工作表现和较低

的威权型领导的复合条件对其创造力有更大的影

响, 因此假设 4 得到验证。 

5  总讨论 

5.1  研究发现与分析 
我们的研究受到了现实生活和已有研究的双

重启发。现实生活中,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充满创造

力的领导倾向于采用威权型的领导方式。而大量研

究都表明领导与下属之间存在着微妙的互动关系

(Gerstner & Day, 1997; Graen & Uhl-Bien, 1995)。另

外, 本研究也是对于 Zhou (2003)的回应, 她在文章

中 呼 吁 研 究 者 们 加 强 对 影 响 员 工 创 造 力 的 模 范 
 

表 3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Models χ2 df χ2/df GFI NF I IF I NNFI CF I RMSEA 

四因素模型 90.93 59 1.54 0.93 0.97 0.99 0.98 0.99 0.05 

三因素模型 1 355.83 62 5.74 0.77 0.87 0.89 0.86 0.89 0.16 

三因素模型 2 415.34 62 6.70 0.75 0.84 0.86 0.83 0.87 0.17 

三因素模型 3 414.06 62 6.68 0.76 0.84 0.86 0.83 0.86 0.17 

双因素模型 1110.56 64 17.35 0.37 0.58 0.60 0.50 0.59 0.42 

单因素模型 1218.21 65 18.74 0.44 0.54 0.55 0.46 0.55 0.35 

注：三因素模型 1：将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与威权型领导合成一个因素; 三因素模型 2：将领导创新性的表现与威权型领导合成一个

因素; 三因素模型 3：将领导创新性的表现和员工工作创造力合成一个因素; 双因素模型：将领导创新性的表现、领导-成员交换关

系与威权型领导合成一个因素。 
 

表 4  描述性统计, 信度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 性别 0.47 0.50 −         

2.年龄 28.05 5.71 −0.08 −        

3. CS 4.93 1.13 −0.01 −0.01 −       

4.教育程度 4.33 1.25 0.02 −0.09 0.05 −      

5.SCM 3.57 1.28 −1.50* 0.07 −0.01 0.07 −     

6.LCP 5.10 1.10 0.14 −0.15* 0.34** 0.00 −0.18* −    

7.AL 3.54 1.35 −0.18* 0.03 0.09 −0.02 0.85** −0.15 −   

8.WC 4.91 1.05 −0.13 −0.06 0.15 0.02 −0.07 0.26** −0.01 −  

9.LMX 5.14 1.12 0.08 −0.12 0.43** −0.06 −0.20** 0.77** −0.20* 0.27** −

注：CS: 创新自我效能感; SCM:领导监督; LCP: 领导创新性表现; AL: 威权型领导; WC: 员工创造力; LMX: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 * 

p<0.05,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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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员工工作创造力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Step 1: 控制变量 Step 2: 主效应 Step 3: 调节效应 Step4: 三重交互效应 
变量 

Β t β t β t β t 

控制变量  

性别 −0.03 −0.37 −0.07 −0.78 −0.07 −0.81 −0.06 −0.69 

年龄 −0.16+ −1.82 −0.12 −1.39 −0.11 −1.31 −0.13 −1.58 

教育程度 1 0.33 1.13 0.27 0.96 0.24 0.87 0.26 0.93 

教育程度 2 0.53 1.43 0.49 1.34 0.47 1.32 0.53 1.49 

教育程度 3 0.38 1.10 0.38 1.14 0.38 1.15 0.45 1.40 

教育程度 4 0.27 1.28 0.26 1.28 0.27 1.35 0.28 1.39 

创新自我效能感 0.19* 2.27 0.08 0.96 0.09 1.00 0.05 0.55 

领导监督 −0.11 −1.34 −0.29+ −1.86 −0.29* −1.91 −0.31* −1.99 

△R2  0.11+       

主效应  

领导创新性表现   0.28** 3.17 0.25** 2.92 0.09 0.71 

威权型领导   0.24 1.54 0.21 1.35 0.33* 2.01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       0.16 1.14 

△R2    0.02     

领导创新性表现×威
权型领导 

    0.18* 2.25 −0.02 −0.15 

领导创新性表现×领

导-成员交换关系 
      0.13 1.27 

威权型领导×领导-
成员交换 

      0.25+ 1.74 

领导创新性表现×领

导-成员交换×威权

型领导 
      −0.25* −2.10 

△R2      0.03*  0.04* 

R2  0.11  0.18  0.21  0.27 

F  1.96+  2.82**  3.11***  3.01***

注：+p<0.1, *p<0.05, **p<0.01, *** p<0.001, 双尾检验 
 
 

 
 

图 2  领导创新性工作表现与威权型领导风格对员工创

造力的交互影响 

 
 
图 3  高 LMX 情况下, 领导创新性工作表现和威权型领

导风格对员工创造力的交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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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低 LMX 情况下, 领导创新性工作表现和威权型领

导风格对员工创造力的交互影响 
 
(model)的研究。本研究整合社会认知理论, 威权型

领导领导理论以及 LMX 理论, 来探讨领导在工作

中的创新性表现对于其下属创造力提升的影响效

应、影响机制以及在这过程中的边界条件。基于此, 
随着理论的推演, 我们一步一步地提出四个假设。

本研究的结果无论对于理论研究还是管理实践都

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首先, 本研究第一次用实地研究(field study)的

方法证明了领导者的创造力对下属的创造力的积

极影响, 丰富了领导力研究以及相关的理论。第一, 
本 研 究 通 过 在 现 实 组 织 情 景 中 验 证 模 仿 效 应

(Modeling Effect)对员工创造力的积极作用, 拓展

了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根据社会

认知理论, 个体通过观察学习可以提高他们自身的

创造力(Bandura, 1977, 1986)。然而, 大部分实证研

究的证据都来自于实验室实验, 实验室研究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 即：在某一特定的且简单的实验条件

下进行, 缺乏外在效度。因此, 本研究是对已有研

究的有益补充及验证。其次 , 就领导力研究而言 , 
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领导对员工的影

响力。与以往研究将关注点聚焦于领导者的管理活

动不同, 在本研究意在探讨领导者本身的工作表现

(即：创造力表现)对他下属的直接而潜在的影响。

而这种影响甚至是在领导和下属都没有察觉的情

况下发生, 因此, 也为很多学者所忽视。具体而言, 
员工可以通过“观察” (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其领

导者的创造性行为 , 而使其自身的创造力得到提

高。这一发现从另一个侧面告诉决策者, 选择一个

具有创造力的领导者的重要性：即, 领导者作为一

个榜样的潜在作用。然而“观察学习”, 并不是简单

的看看而已, 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与个体的投入。学

习的内容也不仅是创新的技能与策略, 而且还包括

创新的内在动机。本研究中假设 2 重点讨论了内在

动机的作用。结果表明内在动机在员工对领导的创

造性观察学习的过程中起着中介的作用。也就是说

领导的创造性表现增强了员工创新的内在动机, 从

而提高了创造力。这与我们之前的理论假设是一致

的。先前研究尽管一直把内在动机看作环境因素对

员工创造力的中介变量(Amabile, 1996), 但是实证

研究结果却得出不一致的研究结论 (如：Shin & 
Zhou, 2003; Shalley & Perry-Smith, 2001)。一些学

者也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如：Shalley et al., 
2004), 但学术界对此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本

研究中的结果 , 为内在动机的中介作用提供了实

证支持。 
如何更好地把握并扩大创造性领导者的这种

示范效果呢？假设 2 和假设 3 回答了这个问题。结

果表明：威权型领导对具有创造力的领导者与员工

的创造力之间的积极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也就

是说, 具有创造力的领导者们越是充分发挥其威权

型领导, 其下属越是能从中获益。这个观点似乎看

起来与我们的直觉是相悖的, 因为威权型领导被大

多 数 学 者 认 为 是 对 组 织 和 员 工 有 消 极 影 响 的

(Cheng et al., 2004; Farh & Cheng, 2000; Zhang et 
al., 2011)。当然, 我们并不是要反驳威权领导对组

织的消极影响, 我们仍然相信威权型领导风格会对

其下属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这里证明的是在特定

的情景下, 威权型领导也会有其积极的作用。一方

面, 威权型领导风格并非只会带来消极的影响, 最

近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如：傅晓, 李忆, 司有

和, 2012; Aycan et al., 2000; Chiang, 2012)。威权领

导并不代表者完全的独裁和对员工的绝对控制。

Aycan (2006)区分了独裁领导和威权领导。独裁型

领导强调对员工的控制和利用, 要求下属无条件的

绝对服从和忠诚, 以避免惩罚; 而威权型领导在强

调领导的威严和威权的同时, 也关注于下属的福利, 
从而赢得下属更多的尊敬。可见, 威权领导较之独

裁领导有其积极的一面。它增加了员工对领导的认

同、甚至崇拜, 使领导本身的优点得以放大, 提升

了其对下属的吸引力。比如赵本山的弟子们就继承

了带有乡土气息的“赵氏幽默”。这一点反应在创新

上也是如此。史蒂夫·乔布斯和其团队成员的出色

创造力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乔布斯的创造力表现

和威权型的领导风格的结合, 培养并激发了苹果员

工的创造力 , 从而创造力“苹果”奇迹。另一方面 , 
在中国社会中 , 威权领导的这种影响力会更加突

出 。 中 国 社 会 属 于 高 权 力 距 离 的 社 会 (Hofst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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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人们的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相对于西方员

工, 中国员工更加接受威权领导, 认为其是中国固

有的领导模式之一(Tsui et al., 2004)。Aycan 等(2000)
的研究表明：相对于以色列、德国、加拿大等国, 中

国的员工更能够接受家长式领导风格。Farh 等(2006)
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减弱威权领导对工作

满意度的负向影响。因此,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威
权领导的积极效应表现得会更加明显, 领导的创新

性特点更容易被下属关注并习得。总之, 本研究有

助于澄清威权型领导作用的边界条件, 丰富我们对

于威权型领导类型的认识, 帮助人们认识到威权型

领导作为一种中国普遍存在的领导风格, 可能存在

的潜在积极影响。也许, 威权型领导力的积极作用

就是解释独裁性领导者们以出色的表现而存在的

部分原因(如：Meade, 1970)。 
最后, 我们把 LMX 纳入到我们考虑范围中来, 

检验领导者的创造力、威权型领导和 LMX 三个因

素共同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正如所预测的, 结果

表明 , 领导者创造力和威权型领导的共同作用下 , 
二者对高 LMX 组和低 LMX 组的创造力表现出了

不同的影响。具体地说, 对于高 LMX 的员工, 领导

者创造力和威权型领导的共同作用对创造力产生

了更大的影响力; 相反, 对于低 LMX 的员工, 这一

联合条件的效力更小。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领导力的影响由于 LMX 质量的不同产生了相反的

效应。事实上, Scandura 和 Graen 早在 1984 年就对

此现象有过阐述：他们认为初始的 LMX 质量能够

调节领导力的影响效果。他们进一步认为, 保持低

LMX 的员工比保持高 LMX 的员工对领导力的影响

反应更灵敏。本研究的结果对该论点提供了实证研

究数据的支持。其论证了 LMX 和某些特定的领导

风格能够相互作用来影响员工。本研究结论对于研

究者的启示是：当试图探讨领导风格的影响的时候, 
LMX 作为一个反映领导与成员关系的情景变量是

值得我们关注的。而对于管理者的启示是：面对不

同水平 LMX 的员工采用不同的领导方式是明智之

举。因此 , 当领导者们在思考其对下属的影响时 , 
应该考虑 LMX 质量高低的差异。此外, 假设 2 和

假设 3 的结果还表明, 当研究者们试图评估个体如

何受到模范(model)行为的影响时 , 需要考虑环境

因素对观察学习效应的影响。这本身也是对于社会

学习理论的支持和补充。 
5.2  研究的局限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尽管本研究对于探讨员工创造力, 领导力和社

会认知理论都提供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 但是它

仍然有一些局限。下面我们就结合本文的缺陷, 为

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第一, 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仍然需要以后的

研究检验。复杂的相互作用在实地研究中通常很难

被检测到(如, McClelland & Judd, 1993), 但是即

便我们得出了显著性的结论 , 我们仍然需要保持

谨慎。今后的研究可以对此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和

拓展。 
第二, 由于资源和时间的有限性, 本研究选取

了横截面数据, 这种数据很难检验因果关系。因此, 
未来纵向性的研究将有助于探索领导者的创造力

对员工创造力的直接影响以及其影响机制。 
第三, 除本研究涉及到的变量外, 影响员工观

察学习的环境因素还有很多。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

步识别并检验其他环境因素对于观察学习促进员

工创造力这一过程的影响。例如, 员工的人格特点

作为一个重要的诱因, 在学习和创造力中都发挥了

重 要 的 作 用 (Zhou, 2003) 。 学 习 倾 向 (learning 
orientation)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变量。Gong, Huang
和 Farh (2009)发现, 员工的学习倾向和变革型的领

导对创造力有一定的影响。在领导力方面, 领导者

除了创造力之外的其他特质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产

生一定的影响。例如, 变革型领导力能够激发员工

内 在 的 潜 力 , 提 高 他 们 的 创 造 力 (Shin & Zhou, 
2003)。 

第四, 除了对创造力的影响, 观察学习也可能

会影响员工在组织中的其他行为。例如, 领导者或

者同事的其他特质(比如：组织公民行为)也可能会

被效仿。这可能未来此类研究的一个方向。 
第五, 本研究所有的数据都是在中国大陆收集

的, 因此不能确保本研究的结果在其他文化背景下

仍然具有同样的效力。基于此考虑, 依托不同文化

背景进行的跨文化研究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 威
权型领导可能会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作

用(Aycan et al., 2000; Uhl-Bien, Tierney, Graen, & 
Wakabayashi, 1990)。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 为威权

型领导效力的发挥提供了独特的土壤。中国员工对

威权领导的接受和容忍程度要高于崇尚平等自由

的西方。Aycan 等(2000)通过对十个国家的大样本

的研究, 表明：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比德

国、以色列、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对家长式领导的

接受程度更高。而 Cheng 等(2004)和 Farh 等(2006)
在研究中也发现：对于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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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型领导对结果变量有更加积极的影响。因此, 
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

了威权领导对主效应的积极效应, 降低了其消极影

响。在西方, 下属对上司所拥有的权力和威严的崇

拜程度较低, 由此而激发出的对领导创新性特征追

求和学习的动机也可能会相应减弱。因此, 对于西

方样本来说, 威权领导对主效应积极的调节效应是

否会有不同的表现, 还需要未来的研究加以验证。 
最后, 虽然在目前的研究中发现了领导者的创

造力与员工创造力之间存在一种重要的关联性, 但

人们对它的作用机制是有疑问的。因此, 探索这两

个构念之间的影响机制仍然具有潜在的价值。研究

一验证了内在动机在领导创新表现对员工创造力

提升过程中的中介作用。除内在动机外, 我们相信

还有一些其他变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比如：自我效能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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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individual creativity is the building block for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there is a heightened level of 
interest in individual creativity. With many influencing factors, special attention has been devoted to a leader’s 
impact on followers’ creativity. Drawing o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the study focused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leader’s creativity on the employees’ creativity in organizational settings, and further incorporated Leader 
Member Exchange Relationship (LMX) an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as situational factors to tap their interaction 
effects on employees’ creativity.  

We conducted two studies using two different samples of leader-subordinate dyads in China to test our 
assumptions. Data in study 1 were collected from three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a college, a hospital and 
a public institution. A total of 120 employees and their leaders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and 96 (80%) pairs of 
leader-member dyads provided usable responses. The result of Study 1 demonstrated that the presence of the 
leader’s creativity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employees’ creativity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was a mediator 
between the two constructs. The data in Study 2 was collected from 21 Chinese companies of various sizes in the 
industries of construction design, electronic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etworking, software and consulting. All 
202 leader-member dyads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urvey, and 194 pairs (96%) provided usable 
responses.  

The findings showed: (1) the presence of the leader’s creativity had a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the 
employees’ creativity; (2)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positively moderated this relation; (3) LMX interacted with 
the joint condition to affect employees’ creativity – more specifically, the effect of the leader’s creativity on the 
employees was stronger when both LMX an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were high than when LMX was high an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was low; the effect of the leader’s creativity on the employees was stronger when both 
LMX an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were low than when LMX was low an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was high.  

Different from other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leader’s management activity, we demonstrated the implicit 
and potential influence of the leader’s creative performance at work on the followers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s of 
some context variables. By doing this, we expect to enrich the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nd leadership literatures. 
By discussing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some straightforward fashions were challenged.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the 
limitations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s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Creativity; LMX;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Social Learning Theory 


